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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文化是上海文化研究中的
一个热点话题。

提到海派文化 ， 人们常常会联
想到“时尚”“洋派 ”。但与此同时 ，坊
间对于海派文化也存在不少误解 。

比如，以为海派文化 “崇洋媚外 ”，似
乎是靠了晚近的西方化才出名的 ，

并没有什么根基 。 这样的看法是不
对的。

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整
个江南地区的传统文化都非常发达，

上海也不例外 。当然 ，上海有一点比
较特别，那就是在 400 年间西洋文化
输入中国的过程中 ， 确实承担了一
个 “桥头堡 ”的作用 ，领 “西学东渐 ”

之先。

在海派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前后
有两个上海人可以作为代表 ： 一个
是明末的徐光启 ， 另一个是出生于
清末的马相伯。

这两位思想家 、 学问家和政治
家，都是在江南文化的氛围中成长起
来的， 但同时具有贯通中西的禀赋，

而且都和徐家汇有着密切关系。概括
来说 ，徐光启 、马相伯都是精通旧学
的传统士大夫 ， 却又领导了明末清
初、清末民初的西学运动。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文化开放
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机缘巧
合 ，才产生了一种新的学问 ，继而逐
渐演变成独特的海派文化。

海派文化不仅“洋派”而且“会通”
———李天纲教授在徐家汇源景区的演讲

李天纲 复旦大学哲学学
院教授，著有《金泽：江南民间祭
祀探源》《跨文化诠释：经学与神
学的相遇》《中国礼仪之争：历
史、文献和意义》《文化上海》《人
文上海》《南京路：东方全球主义
的诞生》，主编《徐光启全集》，编
辑《马相伯集》等，曾获“徐光启
奖”（中国香港，2001 年）、“利玛
窦奖”（意大利，2018年）。

思想者小传 无论赞同还是批评“洋派”都不应该片面讲

两个“徐家汇人”勾勒出上海文化开放轨迹

“翻译、会通、超胜”是学术创造的三个阶段

常听到有人说，海派文化很“洋派”。言下之
意，海派文化似乎靠了西方化才出名。过去，也有
人试图将海派文化污名化，说它是“洋场文化”。

那么，事实到底是怎样的？

“海派”确实与西洋文化有一定的关系。我曾
经把开埠以后的上海文化划分成两个阶段：一个
是初期由外侨主导的“维多利亚时代”文化，那是
引进为主； 另一个是上世纪 30 年代的 “海派文
化”，那是华洋一体，以本土创新为主。

我认为，无论赞同还是批评“洋派”，都不能
片面讲。海派文化和传统文化、江南文化并不冲
突，反而有着更深的渊源。还有很多人误会上海
历史 ，说这里的文化没有什么根基 ，全靠 “西方

化”，是“洋泾浜”。这些都是不对的。

上海文化有深厚的传统， 深到什么程度，当
然和历史有关。 上海的历史到底有多久呢？1991

年，几位上海史研究的前辈学者，如唐振常、吴云
甫、施宣圆、周振鹤等先生，以及我们几个当时的
年轻人，一起讨论上海的历史到底怎么算？当时
确定了 1292 年，元至元二十九年，“上海镇”变成
“上海县”，为“建城七百年”。

“七百年”的城市已经是美国建国历史的三
倍了，但与苏州、南京、杭州、西安、洛阳、开封、北
京等古城相比不算很久。然而，一个地方的文化
渊源，通常都早过它的行政建制。没有上海县的
时候，本地区的文化其实也已相当发达了。

仅就儒、道、佛学的影响来看，宋元时代上海
地区已是“南方之强”，明清时期更是达到鼎盛。

例如，金泽镇在宋代已经极盛，镇上的颐浩寺香
火甚至超过杭州灵隐寺；朱家角镇在明清时期有
万户人家，出了几十个进士，比某些地方的一府
一省还要多。

江南文化源远流长、人文荟萃，也许不用多
说。但有一点需要辨析，即在海派文化还没有成
形的时候， 明清时期就已有一股强劲的西方文
化汇入。上海在鸦片战争之前，就以传播西学而
闻名江南， 这为以后海派学术的兴起作出了重
要铺垫。

明末清初，上海在江南地区出类拔萃，是外

来文化的“输入地”。上海徐家、乔家、潘家以及华
亭许家、嘉定孙家，都传习西学。

一般以为， 上海是在 1843 年开埠后才成为
对外交往的重要口岸， 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明
万历年间，上海就出现了一系列重要人物，如董
其昌、陈继儒、陈子龙等，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讲的
徐光启。徐光启这位入葬徐家汇的先贤，使上海
在明代就成为当时文化开放的中心。

鸦片战争爆发前 200 多年，被称为“徐上海”

“徐阁老”的徐光启，就已经是一位翻译先驱、西
学泰斗。同时，他还是文渊阁大学士，实学（经学）

同样一流，堪称表率全国。在徐光启那里，西学和
经学是可以相互补充的。

徐光启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祖父经商，生
在城里 。徐家在南城 （属原南市区 ，现并入黄浦
区）太卿坊，后来盖了“九间楼”的住宅。徐家在上
海西郊有农田别业，徐光启生前在此耕耘，身后
受谕旨 ，赐葬建茔 。徐家后人守墓持学 、聚族而
居，“徐家汇”因此得名。

徐光启是万历年进士、 崇祯年文渊阁大学
士，既研究经学，又翻译和传播西学。1600 年，徐
光启在南京遇见了意大利人利玛窦，从此学问突
飞猛进。

徐光启有科学家、政治家、翻译家的名声。说
是政治家，因为他抗清；说是科学家，因为他研究
天文、历法、农学；说是翻译家，因为他翻译了《几
何原本》《泰西水法》，还有亚里士多德《论灵魂》，

即《灵言蠡勺》。徐光启还被认为是一个能救明朝
的人，修历、造炮、练兵全靠他；他去世后，明朝就
没救了。

徐光启是翻译家，他为什么翻译，又是怎样
翻译的呢？翻看《几何原本》可以了解到，这是文
艺复兴以后欧洲人从阿拉伯地区找回来的重要
著作，经过利玛窦的老师克拉维乌斯的研究和整
理。克拉维乌斯制订了《格里高利历》，一下子就

让欧洲的天文、历法变得先进了。

欧洲中世纪的历法曾比中国落后， 汉代、唐
代 、宋代 、元代的历法都曾好过欧洲 。但到了明
代，《大统历》就不及欧洲了。于是，徐光启、利玛
窦决定翻译《几何原本》、编著《崇祯历书》。1644

年，清朝人把它改名为《西洋新历》，基本框架一
直沿用到现在。

徐光启能够翻译这些著作，一个重要原因是
他和利玛窦是朋友。我喜欢称他俩是“搭档”，是
指两人相互学习、交流对话的师友关系。

在徐家汇天主堂、 土山湾博物馆，17 世纪以
后的欧洲各种文字著作中，都有利玛窦、徐光启
两人并列的画像。1672 年， 在基歇尔的 《中国图
说 》中 ，第一次出现 《利徐谈道图 》。画中的两个
人 ，一样高低 ，列在两侧 ，表明两人地位是平等
的；画面是巴洛克式的结构，对称、平衡、反复。

利玛窦曾向徐光启请教中国的学问，并把儒
家经典翻译到欧洲。“四书” 中的 《大学》《中庸》

《论语》，都由利玛窦翻译成了拉丁文。

他们的同道后学金尼阁写了 《利玛窦中国
札记》，对中国文化更是有很多溢美之词。如“地
大物博”“礼仪之邦”“四千年文明”等，最初都出

现在这本书里。这些都是他们宣扬出去，再传回
中国的。

利玛窦还说：中国 3000 年前就有造纸术、有
了书籍，而欧洲在 15 世纪才有了古登堡印刷术；

还强调， 中国的历史记载从周代以后就没有中
断、长期延续、至今不绝，等等。

马相伯更是一个有意思的代表性人物。如果
说徐光启在明末为中国奠定了西学基础，那马相
伯则在清末继往开来， 为海派文化注入了 19 世
纪、20 世纪新的西学。

马相伯原名建常， 江苏丹阳人。1851 年，他
从家乡来到上海，入学徐家汇依纳爵公学（后改
名徐汇公学 ），成为 “新上海人 ”。此后 ，在徐家
汇、土山湾住了大半辈子，参与筹建徐家汇天文
台 、气象台 、博物馆 、藏书楼等 ，可谓典型的 “徐
家汇人”。1876 年， 他还参加了李鸿章主持的洋
务运动。

马相伯懂七八种文字，如希腊文、拉丁文、法
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朝鲜文、日文。在 19 世
纪的中国，马相伯算得上是懂外语最多的人。

章太炎是国学家，尤为看不起“买办学问 ”，

但他认可四位西学家：严马辜伍———严复 、马相

伯、辜鸿铭、伍廷芳。一般人是留学学外语，马相
伯没出国就学会了多国语言，可见当时徐家汇的
文化和学习氛围之好。

马相伯的老师叫晁德莅，是一位精通中文的
意大利人。他用拉丁文翻译“四书五经”、诸子百
家，编成《中国文学教程》。他当徐汇公学校长的
时候，搭档就是马相伯。

马相伯的眼光和能力也值得讲一讲。他曾经
在戊戌变法高潮中，通过梁启超说服清朝在徐家
汇设立“译书局”。晚年时光，主要从事翻译———

《新史合编直讲》是其翻译的；《致知浅说》是介绍
欧洲经院哲学；《拉丁文通》 是用来教梁启超、麦
孟华、蔡元培、张元济、于右任、黄炎培的教材。

徐光启、马相伯的治学轨迹，勾勒出 400 年
来上海文化开放的轨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江
南文化是如何一步步走出困境、步入现代的。

这两个 “徐家汇人 ”，中学造诣之好自不必
多说 ；可贵的是 ，他们还能力排众议 ，学习自己
并不熟悉的西学。同时，他们的学问和人格都很
完整。 正是基于这样的品格， 上海才能海纳百
川、中西汇通，海派文化才能成就一个中西文化
融合的城市。

上海是最早传播外来文化的地方。如果说海
派文化也包括科学、哲学、艺术、教育等内容，或
者说确实有一种海派学术的话，那徐家汇当然是
最重要的渊源之一。徐光启、马相伯等本乡先贤，

可以说是海派学术的肇端与始创。

1619 年， 利玛窦的学生金尼阁从欧洲回来，

带来“西书七千部”。徐光启闻讯，立即奏请朝廷
开创译局，在江南地区翻译、刊刻西方著作。久议
不决之下，徐光启就自己动手翻译，还自筹资金
在民间刊刻。

一些中国哲学史论著提出，柏拉图、亚里士
多德、 奥古斯丁著作的翻译是 20 世纪开始的，

晚至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在大学里讲授经院
哲学、古希腊哲学。这样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明朝的时候， 徐光启就翻译了亚里士多德
的《论灵魂》。徐光启不懂拉丁文，但他有一个助
手毕方济，之前在南京作研究，后来跑到上海跟
他一起翻译。

徐光启研究中世纪哲学 ，提到 “四因说 ”，

即质料因 、形式因 、动力因 、目的因 。他把 “四因
说”翻译成“四所以然”，是知其所以然（原因）的
意思 。

徐光启还把人类经验形而上学化，归结成对
真理和本体的讨论，并启用宋明理学，即朱熹、王
阳明的概念，来翻译西方哲学。这比今天一些“白
开水”似的寡淡翻译有意思得多了。

在松江，还有一个传教士叫柏应理，是徐光
启家族供养的耶稣会士。柏应理写了一本书《中
国哲学家孔子》，第一次完整地向欧洲人介绍孔
子和儒家 。所以说 ，上海人喜欢西洋文化 ，但并
不为外国人所驱使。相反，我们是出钱请人来做
事的。

19 世纪、20 世纪的徐家汇， 进一步成为海
派学术的重镇。1876 年， 耶稣会决定放弃北京，

不再谋求获取 “内廷供奉 ”的机会 ，转而一心在
上海从事精英学术研究， 因此启动了规模庞大

的“江南科学计划”。

伴随这一计划，徐家汇地区建立了中国第一
所西式中等教育学校———徐汇公学、第一座西式
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第一座博物馆———震
旦博物院、 第一座天文台———徐家汇天文台、第
一个学术研究机构———汉学研究所，等等。

从某种意义上讲，由马相伯在徐家汇地区创
建的震旦学院、复旦公学，也是“江南科学计划”

的产物或者说延续性成果。 徐家汇地区的科学、

教育、文化和学术机构，都成为海派学术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

从徐光启生活的明末到马相伯生活的 19 世
纪， 海派文化中确实有很多外来文化的内容注
入。徐家汇是上海地区精英文化发端的一个重要
渊源，主要提供的是教、科、文、卫高端学术，其文
脉传承至今仍然清晰可辨。

坦率地讲，徐光启、马相伯研究西学，“崇洋”

是有的 。毕竟 ，当时西方的科学 、哲学 、文化 、艺

术、技术确实比较先进，比清朝的八股文章要好
得多。但说他们“媚外”，是没有真正根据的。看看
徐光启、马相伯的生平，哪有一点媚骨，何曾讨外
国人的营生？

他们是实事求是、学习先进、服从真理，并不
是单单传播外来文化，而是把外来文化和传统学
术交融，各取所长之后交融会通，产生了一种新
的学问，演变成了海派文化。

徐光启在写于 1631 年的 《历书总目表 》中
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

要超过西学，就必须好好学习；学习之前，首先还
要翻译。

“翻译”“会通”“超胜”是学术创造的三个阶
段。“超胜”，并不是要把西学踩在脚下，海派文化
的创新逻辑不是这样的。徐光启的“超胜”，是一
种创新，意味着创造出一种“新文化”、作出新贡
献。这是 400 年来上海文化的大格局、大抱负、大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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